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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政府影响收入差距的Ｕ型模式：
来自全球的证据＊

徐现祥　周　荃　葛尔奇　陈希路

［提　要］　本文系统讨论了数字政府建设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理论上，数字政府
建设会因企业获取政务服务能力的差异而对收入差距产生异质性影响。实证上，本文基
于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９年全球１５８个经济体的数据，使用历史出生率构建工具变量，揭示了
数字政府建设对收入差距影响的 Ｕ型模式：若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已较高，则进一步的
建设会扩大收入差距；若建设水平较低，则结论相反。在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中国应
着重提升数字技术覆盖面和服务精准度，深化数字技术在再分配过程中的应用。

［关键词］　共同富裕；数字政府；收入差距；数字鸿沟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

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过程，都需要政府部门的广泛参与。近年
来，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提高了政府运行效能，优化了公共服务供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
国都高度重视数字政府建设。２０２３年１２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印发 《数字经济促进

共同富裕实施方案》，旨在通过数字化手段促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进全体人民共享
数字时代发展红利，助力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数字政府建设能促进共同富裕吗，这是
一个亟须回答的重要问题。

已有大量文献对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如何影响收入差距这一关键问题进行讨论，但尚未得到
统一的结论。一部分文献指出，数字技术能够降低收入差距。这类文献强调数字技术的引入拓宽

了低收入人群获得资源的渠道 （Ｊｅｎｓｅｎ，２００７），如张勋等 （２０２１）指出普惠金融放松了对农村
人群的融资约束，从而缓解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另一部分文献则认为，数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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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带来 “数字鸿沟”。这是由于相对于低收入人群而言，高收入人群能够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

增加资源集中，进而拉大收入差距 （Ｆａｌｃ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
本文认为，文献未能达成一致结论的原因在于以下三点：首先，数字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

展程度密切相关，而多数研究缺少严谨的识别策略，从而无法准确估计其因果效应。其次，当前文
献大多假设数字技术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呈线性，而忽略了其在技术发展不同阶段可能产生的不同作
用。最后，现有文献聚焦数字技术在企业的应用，尚未对数字政府建设的作用进行广泛讨论。

本文从公共部门的视角出发，系统研究了数字政府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首先构造了一个
含有异质性企业的理论模型。在未建设数字政府时，不同企业在申请并获取政务服务的能力方面
存在差别。在建设初期，数字政府的引入使得政务服务申请流程比未引入数字政府时更为规范化
和透明化，此时更多企业能以较低成本获取政务服务，减少与头部企业在申请政务服务能力的差
别，从而降低收入差距。在数字政府建设的成熟期，数字政府建设带来了更多的发展红利，然而
此时，由于部分企业在规模、区位、人才等方面和其他企业存在差异，因此始终无法获取或完全
享受线上政务服务，从而造成 “数字鸿沟”，扩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本文利用２００７年到２０１９年全球１５８个经济体的数据，对理论模型的结论进行了检验。在本
文中，数字政府的建设水平由联合国发布的 《电子政务调查报告》中的电子政务发展指数 （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ＥＧＤＩ）来度量。该指数由进行了Ｚ－Ｓｃｏｒｅ标准化之后的在线服
务指数、电信基础设施指数和人力资本指数组成。若某经济体的ＥＧＤＩ较高，说明其数字政府建
设水平较高。同时，本文中的收入差距由 Ｓｏｌｔ （２００９）构建的 ＳＷＩＩ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y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数据库中的 “基尼系数净值”度量。此指数是对基尼系数进行标准
化处理后获得的，因此在国家之间可比。

在实证策略上，本文首先使用最小二乘法 （Ｏｒｄｉｎａｒy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ＯＬＳ）来探索数字政府
建设与收入差距的相关性。然而，由于数字政府建设水平是内生决定的，且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
展水平密切相关，所以ＯＬＳ回归是有偏的。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利用两阶段最小二
乘法 （Ｔｗｏ　Ｓｔａｇｅ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２ＳＬＳ）识别数字政府建设与一国内部收入差距的因果关系。具
体而言，本文使用各个国家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５年的平均出生率与年份趋势项的乘积作为数字政府建
设水平的工具变量。一方面，该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要求。原因在于，若一国在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５
年的平均出生率越高，则其近年的老年人口数目越多，对于数字政府的需求越低。另一方面，该
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和排他性假设。由于 “婴儿潮”这一现象是由相对外生的冲击所产生的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２０１７；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２０２２），因此各国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５年的出生率不会受
到２００７年后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影响。此外，在考虑一系列相关控制变量时，历史出生率也
很难通过除数字政府之外的方式影响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因此，本文认为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５年的
平均出生率可用于构建有效的工具变量。

本文的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政府建设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 Ｕ型模式。２ＳＬＳ的估计结果显
示，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系数为－０．６０８，其平方项的系数为０．００５，计算可得 Ｕ型曲线的拐点
为６０．８。以２０１９年全球各经济体数字政府建设程度为例，玻利维亚的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得分约
为６１分，在１９３个经济体中排名９７，处于全球５０％左右。因此，对于２０１９年数字政府建设水
平处于世界后５０％的经济体，数字政府建设会缩小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对于处于前５０％的经
济体，数字政府建设会扩大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

机制方面，本文利用ＳＷＩＩＤ数据库中披露的 “基尼系数市场值”度量初次分配后、再分配
前不同国家的收入差距水平，并利用２ＳＬＳ对数字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作用进行估计。结果显

１５



　 　２０２４年第７期

示，数字政府建设对初次分配阶段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样呈 Ｕ型模式，曲线的拐点为５９．５。基于

２０１９年各经济体的数字政府建设数据，此时的拐点说明，在初次分配过程后，对于２０１９年数字
政府建设水平约位于全球前５０％的国家来说，进一步的数字政府建设会扩大收入差距。此结果也
表明，数字政府建设对收入差距所造成的 Ｕ型影响主要来自初次分配阶段。尽管通过建设数字
政府提高政务服务的供给能力，能够在建设初期降低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但随着建设程度的提
高，部分群体因为数字能力方面的差距，始终无法享受或完全享受线上政务服务，使得收入差距
有所扩大，造成 “数字鸿沟”。本文的结论十分稳健。在尝试更换变量度量方式、变更模型设定、

加入更多控制变量后，结果依旧表明数字政府建设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Ｕ型模式。

本文主要与三支文献相关。首先，本文与数字政府对收入差距影响的文献直接相关。一方
面，部分文献认为数字政府建设能够降低收入差距。例如，贾彩彦和华怡然 （２０２３）利用中国地
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发现，数字政府建设能通过遏制腐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提高城市创
新能力等机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部分文献认为数字政府建设会扩大收入差距。不同
人群在使用数字政府的程度上存在巨大差异：拥有社会经济和数字优势的群体更有机会享受线上
政务服务的红利，进而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例如，Ｈａｌｌ　＆ Ｏｗｅｎｓ（２０１１）以美国为研究对
象，发现与高收入群体相比，低收入群体在获取和使用在线政务服务方面明显存在劣势，而即便
在互联网普及率与平均受教育水平整体较高的欧洲国家，老年人口的数字政府使用率依旧不高。

但是，已有文献尚未识别数字政府建设与收入差距间的因果关系，也未考虑到数字政府建设对收
入差距的影响存在阶段性。

其次，本文与数字政府建设的经济效果研究相关。近年来，世界各国致力于推进政府的数字
化转型，联合国隔年对世界各个经济体数字政府建设的情况进行调查，并发布 《电子政务调查报
告》。在中国，也有学者利用相似的指标体系，对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数字政府建设情况进行评
估 （王莉娜和胡广伟，２０２２）。有许多文献从微观主体视角讨论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于政府职能的
影响，发现数字技术在公共部门的广泛应用拓展了政府部门可以使用的数据广度，促进了政府的
科学决策 （Ｍａｓｔｒｏｂｕｏｎｉ，２０２０）；同时，数字政府也可以通过降低政府部门和公众之间的信息不
对称对官员行为产生约束，从而改善政策的执行效果 （Ｍｕｒａｌｉｄｈａｒ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亦有文献从
宏观角度论证了数字政府建设能够降低企业获取政务服务的合规成本，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周荃
等，２０２３）。与现有文献不同，本文主要关注数字政府建设如何影响收入差距这一重要的经济指
标，从而丰富了关于数字政府建设的相关讨论。

最后，本文与研究数字技术如何影响收入差距的文献相关。一方面，当数字经济和信息技术
在人群中渐渐普及，拓宽不同收入人群对资源、信息和市场的获取机会和途径时，贫富收入差距
会降低 （Ａｋｅｒ，２０１０）。从全球来看，陈胤默等 （２０２２）基于跨国数据，指出数字经济的普及可
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从而降低社会不平等。从中国的数据来看，也有许多学者验证
了数字经济的普及对于促进共同富裕的正向作用。例如，张勋等 （２０１９）指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
展改善了农村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从而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另一方
面，数字经济的发展代表了一种偏向技能的技术变革，这意味着那些高收入的人群可能更有能力
利用这些技术变革，从而更有可能完整地享受到数字进步所带来的福利，进而产生马太效应，加
剧社会内部的不平等 （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与现有文献不同，本文主要聚焦于数字技术在公
共部门的应用，即数字政府建设，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有三方面的贡献。第一，本文从数字政府的视角拓展了数字技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研
究。虽然当前数字技术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产环节，但是现有研究聚焦数字技术在私营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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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如何影响社会收入差距。和现有文献相比，本文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在政府治理中的运用对于
收入差距的影响，加深了对数字技术如何影响经济运行的全面认识。第二，本文识别了数字政府
在不同发展阶段对收入分配所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当前关于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文献大多采
用数字技术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呈线性这一假设，并未区分数字技术在其建设初期和成熟期可能
产生的不同影响。和以上文献相比，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剖析和验证了数字政府建设在
不同技术发展阶段对社会收入差距的影响，弥补了现有文献的缺陷。第三，本文利用跨国数据
为数字政府建设如何影响共同富裕提供了可信的证据。具体而言，本文利用二战后各国的出生
率构造工具变量，发现数字政府建设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存在拐点：在初次分配阶段，数字政府
一开始通过增强普惠性建设降低收入差距，但随后会因为精准性不足扩大收入差距，使得数字
政府建设对再分配后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呈 Ｕ型。在再分配过程中，数字政府对收入差距的影
响较小。本文全面地、系统性地提供了可信的因果推断，并基于此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
建议。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介绍了本文的理论框架，讨论了数字政府建设在不同阶段影响收入
差距的路径；第三节介绍了本文所使用的识别策略和数据；第四节报告了数字政府影响收入差距
的实证结果；第五节报告了机制分析结果；第六节从异质性和不同收入群体收入份额两方面作进
一步分析；第七节进行了总结。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数字政府建设在近年来已经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最新文献也讨论了数字政

府建设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但研究结论并不统一。一方面，部分文献指出，数字政府建设可以
通过流程运作数据化等方式改善营商环境，降低企业外部环境的 “不确定性” （李文钊等，

２０２３）。由于小企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更大，因此数字政府建设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对小企业更
为明显，从而减少了不同规模企业所面对制度环境的差异，有利于共同富裕。另一方面，正如联
合国 《电子政务调查报告 （２０２２）》所指出的，由于不同企业、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在数字
可负担性、数字接入性、数字能力等多个方面存在不同，因此线上政务服务的普及可能导致部分
群体受到数字排斥，拉大与其他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利于共同富裕。总结来看，文献中对于
数字政府如何影响社会收入不平等尚未达成共识。

当前研究对于数字政府如何影响社会收入不平等存在争议，主要是由于先前文献聚焦数字政
府建设的某一阶段对收入分配的作用，而非数字政府在其不同发展阶段对收入分配的系统性影
响。本文认为，数字政府影响收入差距的关键性因素是企业申请并获取政务服务的能力差别。在
数字政府建设的不同阶段，这种能力方面的差别会对企业的生产率造成异质性的影响，从而使数
字政府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产生异质性。本小节使用一个基于Ｄｏｒｎｂｕｓｃｈ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７）的模型，

来系统性地讨论数字政府建设对于收入分配的异质性影响，并提出可以进行实证检验的假说。

具体而言，假设经济体中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如下：

Ｕ＝∫
１

０
Ｃｉ（ ）

σ－１
σｄｉ（ ）

σ
σ－１ （１）

式中，ｉ∈ ［０，１］是经济体中一系列连续商品的指数，Ｃｉ 是商品ｉ的消费量，σ＞１是商品之间
的替代弹性。假设每种商品仅能由一家企业进行生产。为了简便起见，本文直接称生产商品ｉ的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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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为企业ｉ。对于企业ｉ，假设其仅使用劳动进行生产，生产函数为Ｙｉ＝ＺｉＬｉ。其中，Ｙｉ 是企
业ｉ的产出数量，Ｚｉ 是企业ｉ的生产率，Ｌｉ 是企业使用的劳动数量。企业在作决策时将其生产
率Ｚｉ 视作给定，且Ｚｉ 在企业之间各不相同。基于效用与利润最大化问题求解的一阶条件和劳动
力及商品市场的出清条件，可求解该模型的均衡。① 在均衡时，企业ｉ的利润πｉ 为：

πｉ＝Ｌｗ２－σ σ－１（ ）σ－１

σσ
Ｚｉ（ ）σ－１ （２）

式中，ｗ 为经济体的均衡工资，是企业生产率的函数；Ｌ 是外生给定的经济体劳动力总量。由于
不存在工资在劳动者之间的差异，本模型中的收入差距仅体现在不同企业的利润πｉ 上。
在数字政府建设之前，只有少数企业可以通过与政府之间长期的合作或者是所拥有的政治资

源方便快捷地申请并获取政务服务，其他企业必须为政务服务付出更高的金钱以及时间成本。②

因此，难以获取政务服务的企业对政务服务的需求和产出均会较少。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头部企
业与其他企业之间在申请和获取政务服务的能力方面存在的差距，也会进一步转化为企业生产率
和盈利能力的差别。
在上文模型中，不妨假设企业的指数ｉ是按照企业使用非数字政府渠道获取政务服务时的生

产效率排列的，即ｉ较小的企业对应着能快捷地申请并获取政务服务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生产率
也较高。相反，ｉ较大的企业因为获取政务服务的成本较高，生产率则较低。为了简便起见，假
设Ｚｉ＝ｅ　Ａ

（１－ｉ），是ｉ的减函数。其中，参数Ａ＞０是外生的，代表当企业使用非数字政府渠道获
取政务服务时经济体的总体生产率。根据企业利润πｉ 的表达式可知，此时企业０的利润最多，

企业１的利润最少，两个企业的利润之比为ｅ　Ａ（σ－１）。
若经济体不存在数字政府，则数字政府的引入可以产生普惠性。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

数字政府使企业可以在线上获取政务服务，从而降低企业为政务服务所支付的成本，引导企业更
为有效地配置有限的资源，提高企业的利润，促进市场的有效运行。虽然数字政府建设可以影响
企业获取和政府提供政务服务的全流程，但是政府对政务服务的供给必须基于企业对政务服务提
出需求。因此，企业通过线上平台提出政务服务申请是数字政府有效提供政务服务的基础。相较
于数字政府引入之前，由于申请流程的规范化和透明化，更多企业能以更低的成本申请政务服
务，从而降低少数头部企业和大量一般企业之间在申请政务服务能力方面的差异。③ 这种差异的
减少会进一步导致原本由少数头部企业所占据的政务资源得以为更多企业所获取和共享。因此，
在数字政府建设的初期，数字政府可以降低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
在上文模型中，假设经济体引入数字政府后，企业便可使用数字政府获取政务服务，从而以

４５

①

②

③

篇幅所限，推导过程未予汇报，感兴趣的读者可向笔者索取。

文献中广泛讨论了类似的被称作特惠制度或裙带资本主义的情况 （Ｂａ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意即政府与特定
企业之间可能存在密切的联系，进而导致政府会优先考虑特定企业的利益并向这些特定企业提供特权或优惠，从
而使这些企业或个人获得竞争优势。这种现象可能会对整个经济系统和社会产生负面的长期影响。

无论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还是在某个国家内部，不同企业申请和获取政务服务的能力都存在着广泛的差
别。这些差别不仅和申请人本身的素养相关，也和已建成的数字政府的可达性与普惠性相关。对于不同国家而
言，联合国 《电子政务调查报告》中提供的跨国数据表明，国家之间人力资本水平和数字政府建成情况均有广泛
的差异，且二者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篇幅所限未予汇报，感兴趣的读者可向笔者索取）。对于国家内部而言，

国际电信联盟的调查数据中也提供了各国家内部人民之间数字素养存在广泛差异的证据 （详见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ｉｔｕ．ｉｎｔ／ｅｎ／ＩＴＵ－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Ｐａｇｅｓ／ｆａｃｔ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例如，该数据表明，我国２０２２年仅有不到５０％的
被调查者具有用数字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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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生产技术进行生产。不妨将此时企业的指数ｉ重新排列，使指数低的企业使用非数字政府
渠道获取政务服务时的生产效率相对于其使用数字政府时的生产效率更高。① 此时，ｉ的大小也
意味着企业使用数字政府的相对优势，即较小的企业对应着相对更适合使用非数字政府渠道申请
并获取政务服务的企业，ｉ较大的企业对应着相对更适合使用数字政府渠道申请并获取政务服务
的企业。具体而言，假设此时Ｚｉ＝ｍａｘ　ｅ　Ａ

（１－ｉ），ｅ　Ｂｉ｛ }，其中参数Ｂ＞０是外生的，代表企业用数
字政府渠道获取政务服务时，经济体的总体生产率。由于经济体处在数字政府的建设初期，数字
政府处于不断完善各类功能和条件的状态，不妨假设Ｂ＜Ａ。因为此时企业存在两种可用的生产
技术，所以企业会选择产出较高的生产技术进行生产。这表明，若ｉ＜Ａ／ （Ａ＋Ｂ），企业ｉ仍会
选择使用非数字政府渠道获取政务服务，其生产率为Ｚｉ＝ｅ　Ａ

（１－ｉ）。然而，若ｉ＞Ａ／ （Ａ＋Ｂ），企
业ｉ则会使用数字政府，其生产率为Ｚｉ＝ｅ　Ｂｉ。此时，企业０的利润仍最多，ｉ＝Ａ／ （Ａ＋Ｂ）的

企业利润最少，两个企业的利润之比为 （ｅ
Ａ２

Ａ＋Ｂ）σ－１。由于Ｂ＞０，此时引入数字政府后经济体的收
入差距被缩小了，且该差距会随着Ｂ 的增长而减小。
在数字政府建设的成熟期，少数头部企业与大量一般企业在申请政务服务能力方面的差异已

不明显。然而，当越来越多的政务服务采用线上形式时，数字政府建设可以产生更多的政务服务
资源，那些通过数字政府获取服务能力较弱的企业，与其他能力较强的企业之间的差异便会进一
步扩大，导致 “数字鸿沟”。本文认为，不同企业主要存在以下两类差异，导致数字政府建设难
以以相同程度惠及每一个企业。一方面，企业之间存在区位不平等。企业能够通过线上平台获取
政务服务的前提在于当地具有高水平的信息基础设施。而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包括宽
带、基站密度、移动通信技术等在内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程度存在显著区别。例如欠发达地区的

５Ｇ网络覆盖面较低，使用５Ｇ网络的费用也相对较高，因此申请人难以像发达地区的企业一样，
快速申请服务并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处理。② 另一方面，企业之间存在规模不平等。企业规模也
影响了企业所拥有的数字化人才的数量，而员工具备优异的数字能力也是企业能够顺利通过线上
平台获取政务服务的关键。当企业的员工受教育程度较低，无法熟练使用数字化平台时，企业便
难以顺利通过线上平台获取政务服务。同时，线上平台也可能存在偏向性设计。例如，平台可能
未提供只有小型企业才会遭遇的相关问题的详细操作指引，或仅支持国内的官方语言而未支持小
众语言。③ 在这些客观条件或企业本身能力的限制下，数字政府提供的普惠性服务也难以普及所
有的企业中。
在上文模型中，数字政府发展至成熟期的表现可表示为Ｂ＞Ａ。此时，企业１的利润最多，

企业ｉ＝Ａ／ （Ａ＋Ｂ）的利润仍最少，两个企业的利润之比为 （ｅ
Ｂ２

Ａ＋Ｂ）σ－１。该差距是Ｂ 的增函数，

５５

①

②

③

此处模型有两点假设需要进一步说明。第一，模型假设企业指数的重新排列是外生的，这可以理解为模
型中未反映的企业基于数字政府建设程度重塑其结构、改变其比较优势的过程。例如，大企业原先的ｉ可能较
小，但现在因为数字政府的引入，该企业的ｉ可能会变大。第二，模型假设企业的生产率仅与企业用两种渠道获
取政务服务的比较优势相关，而与其他企业特性无关。该简化假设虽然会导致模型出现和现实不完全匹配的情形
（如若大企业的指数ｉ在重排后变大，则该企业的利润有可能比未引入数字政府时更小），但是却能更好地突出模
型中数字政府建设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所以，本文保留了该简化假设，并未进行进一步的放松。

例如，联合国 《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提供的数据表明，最不发达国家的４Ｇ覆盖率仅有５３％，网络覆盖
率不到９０％。另外，非洲国家的上网成本也远高于国际组织制定的可负担性标准。

联合国 《电子政务调查报告》的调查表明，电子政务门户网的语言多样性在各国内部尚显不足。该调查
显示，１５６个国家的网站仅支持一种语言 （国家官方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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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随着数字政府的发展，企业之间的利润差距最终会越拉越大。①

综上，尽管数字政府可以通过加速信息流动、增加办事效率，给社会带来更高的总产出，但
在数字政府建设的不同阶段，数字政府对整个社会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数字政府建
设初期，数字政府的引入可以降低头部企业与其他一般企业之间在政务服务申请能力方面的差
别，从而降低社会的收入不平等。在数字政府建设的成熟期，虽然数字政府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
总产出，但由于区位不平等和规模不平等的存在，数字能力较低的企业无法充分享受数字政府建
设所带来的红利。与此同时，数字能力较高的企业从数字政府建设中获益的程度越来越高，这导
致了 “数字鸿沟”的产生，从而扩大了收入差距。② 据此，本文推导出可以验证的理论假说：

理论假说　数字政府建设对最终收入差距的影响呈Ｕ型。

在对数字政府影响收入分配的异质性进行讨论后，本文进一步分析数字政府对于收入分配不
同过程的影响。

收入分配主要分为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两个过程。③ 初次分配是根据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
中的贡献进行分配的过程。在初次分配过程，企业可以选择使用数字政府获取政务服务，对上述
理论假说的讨论过程同样适用于对初次分配的分析，即数字政府对初次分配过程的收入差距影响
呈Ｕ型。

在再分配过程中，数字政府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可能也呈 Ｕ型。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之后，

政府主导的根据法律法规将收入在各收入群体之间进行分配的过程，其中既包括直接的收入转
移，也包括教育、卫生等基本的公共服务。一方面，数字政府建设可能通过增强国家能力，降低
再分配过程中的收入差距。数字政府和电子技术的引入使得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税收增加，从而
提高政府进行收入分配的空间和能力；也可以通过实现流程的数据化，减少相关政府部门的寻租
空间，强化问责，从而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④ 另一方面，数字政府建设可能因为可达性不
足，加剧再分配过程中的收入差距。例如，当数字政府建设进入成熟期，政府部门习惯于利用数
字化技术进行转移支付时，由于部分居民的信息 （个人收入、银行账户等）始终未接入数字政
府，政府在进行转移支付的过程中无法精准识别到这类人群，造成遗漏，会进一步加剧收入差
距。因此，数字政府对再分配过程中收入差距的影响可能呈现Ｕ型。

综上，数字政府对于收入差距影响主要在初次分配阶段形成，在再分配过程造成进一步影
响。在两个阶段的共同影响下，数字政府建设对最终收入差距的影响呈Ｕ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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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由于在引入数字政府时已发生企业指数ｉ的重新排列，原先在没有数字政府时占优势的大企业 （ｉ较小
的企业）若是改变了自身的比较优势，能比其他企业相对更有效率地利用数字政府 （该企业的ｉ在重排后变大），
则该企业仍然会在数字政府的成熟期拥有获取政务服务的优势，从而获得较高的利润。

虽然本文主要关注数字政府如何影响企业，但数字政府影响民众的途径也是类似的，意即同样存在缩小
收入差距和扩大收入差距的可能性。一方面，在数字政府发展的初期，线上平台提供的更便捷透明的获取渠道有
助于提高民众获取普惠性公共服务的效率，缓解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在数字政府发展的成熟期， “数字鸿沟”

的问题更为凸显。例如，联合国 《电子政务调查报告 （２０２２）》的第四章专门讨论了弱势群体在使用数字政府时
遇到的 “数字鸿沟”问题。数字政府提供的多样性和针对性的机会需要民众拥有一定的数字技能和能力才能充分
利用。缺乏数字技能和素养的民众可能无法利用这些机会，进而拉大收入差距。

其中，初次分配是整个分配制度的基础，重点在于按照市场机制，将报酬按照各种要素的贡献进行分
配，从而提高效率效益，推动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再分配则注重通过加大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手段，

消除分配不公，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平。

例如，印度在实施全国农村就业保障计划时引入了一套电子基金管理系统，该智能系统减少了官方数据
库中的虚假家庭数量并降低了官员的贪污行为，也使整个保障计划的支出减少了２４％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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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识别策略与数据说明

这一节首先汇报本文所使用的识别策略，随后详细介绍数据来源并做描述性统计。
（一）识别策略
识别数字政府对于收入差距的因果关系时，存在两个难点。首先，数字政府建设水平与收入

差距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一国收入差距越大，当地政府可能越倾向于加快建设数字政府，
努力促进政务服务供给均等化。其次，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和社会收入差距可能存在共同影响因
素。例如，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同时影响一国的数字政府建设水平与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不平
等。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恰当的工具变量，则能够解决这一问题，更准确地识别两者间的因果
关系。
本文使用世界各国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５年 “婴儿潮”期间的平均出生率构造当地政府数字化水平

的工具变量。该数据来自２０１９版联合国人口展望，为了解决其不随时间变动的问题，本文将其
与年份趋势项相乘。一方面，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５年的出生率与现在的数字政府建设水平之间具有相
关性。政府对数字政府建设的推动程度取决于社会和企业的需求。根据联合国 《电子政务调查报
告》的描述，老年人更有可能不具备使用数字设备、获取线上平台政务服务的能力，因此对数字
政府的需求较低。在现实中，老年人不擅长使用数字设备，导致无法获取数字服务的案例也屡见
不鲜。二战后的 “婴儿潮”改变了人口结构，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５年出生率越高的经济体，近年社会
的老年人口数目越多，企业雇员的老龄化特征越明显。尽管企业是法人，但具体的事务需要企业
内的雇员来办理，因此企业雇员高龄化会降低其对数字政府的潜在使用率。数字政府的潜在使用
率越低，导致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较低。另一方面，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婴儿潮”是一个相
对外生的需求冲击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２０１７；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２０２２），所以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５年各
国的出生率差异不会受到２００７年之后各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影响。另外，在给定本文一系
列经济和社会相关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历史出生率也很难通过数字政府以外的方式影响收入分配
不平等程度，满足工具变量的排他性假设。因此，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５年各经济体的平均出生率是有
效的工具变量。
根据理论分析，本文预期数字政府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呈 Ｕ型，因此，构建工具变量第二阶

段面板回归方程如下：

Ｇｉｎｉ＿dｉｓｐｉｔ＝α０＋α１ＤＧｉｔ＋α２ＤＧｉｔ２＋ψＸｉｔ＋ｕｉ＋ｖｔ＋εｉｔ （３）

式中，ｉ代表经济体，ｔ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Ｇｉｎｉ＿dｉｓｐｉｔ 为收入差距，通过基尼系数净值度
量；解释变量ＤＧｉｔ 代表数字政府建设水平，通过电子政务发展指数衡量，ＤＧｉｔ２ 代表其平方项，
两者均为经过工具变量一阶段估计后的拟合值；Ｘｉｔ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收入差距文献中重
要的对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ＧＤＰ）及其平方项、人口增长率、城市
化率、就业结构和贸易开放度；ｕｉ 代表经济体固定效应、ｖｔ 代表年份固定效应、εｉｔ 为随机扰
动项。
本文所关注的系数是α１ 和α２。按照理论预期，α１ 的系数应当显著为负，α２ 的系数应当显著

为正，即在数字政府建设初期，通过提升数字化政务服务的可达性，数字政府能够降低收入差
距；在数字政府建设进入成熟期，由于 “数字鸿沟”的存在，进一步建设数字政府反而会使收入
差距扩大。

（二）变量及数据说明
表１汇报了基本的描述性统计。首先，本文使用Ｓｏｌｔ（２００９）构建的ＳＷＩＩＤ中的 “基尼系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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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净值”度量再分配之后的收入差距，涵盖了１９８个国家 （或地区）从１９６０年到２０２１年的数
据。① 与以往数据库相比，ＳＷＩＩＤ无论从样本容量还是时间跨度上都有很大的扩展。数据库中包
含 “基尼系数市场值”与 “基尼系数净值”两个主要指标。其中，“基尼系数市场值”是基于税
前和转移支付前的收入计算，“基尼系数净值”是结合政府公布的税率和转移支付收入调整后计
算的。
其次，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政府建设水平，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自２００１

年起，联合国开始发布 《电子政务调查报告》，调查各成员国在数字政府建设方面的做法、进展
和承诺，对各国的数字政府建设情况作综合分析评价。本文使用该报告中的电子政务发展指数
（ＥＧＤＩ）来代理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具体而言，该指数由进行了Ｚ－Ｓｃｏｒｅ标准化之后的在线服务
指数、电信基础设施指数和人力资本指数组成，取值范围在０和１之间，某经济体的ＥＧＤＩ较
高，说明数字政府建设程度较高。本文使用了２００７年及以后的电子政务发展指数作为核心解释
变量。② 一方面原因在于，ＥＧＤＩ的算法在２００７年前后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原因在于，数字
政府主要在近年发挥作用。此外，本文将ＥＧＤＩ数值扩大１００倍，以便于解读。

表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基尼系数净值 ９０５　 ３８．４７　 ８．１４４　 ２２．６０　 ６４．６０

基尼系数市场值 ９０５　 ４６．０５　 ６．１９１　 ３２．２０　 ７２．１０

数字政府建设水平 ９０５　 ５３．９０　 ２１．４１　 ０　 ９７．５８

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平方项 ９０５　 ３　３６３　 ２　３４１　 ０　 ９　５２２

历史出生率 （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５年） ９０１　 ３７．１０　 １２．００　 １４．７７　 ５７．２２

对数人均ＧＤＰ　 ９０５　 ９．３９８　 １．１３６　 ５．５２６　 １２．０３

对数人均ＧＤＰ的平方项 ９０５　 ８９．６２　 ２０．８６　 ３０．５３　 １４４．７

人口增长率 ９０５　 １．２７１　 １．５０７ －２．９０５　 １９．３６

就业结构 ８９３　 ２０．２５　 ７．７０５　 ２．６８６　 ５８．４４

城市化率 ９０５　 ６０．２９　 ２１．６１　 ９．８６４　 １００

贸易开放度 ９０５ －０．０８３　１　 ０．１６２ －０．８４９　 ０．５２２

　　最后，本文参考梅冬州等 （２０１８）加入一系列可能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包括
人均ＧＤＰ及其平方项、人口增长率、就业结构 （工业从业人员占比）、城市化率、贸易开放度。
其中，人均ＧＤＰ和贸易开放度数据来自佩恩世界表 （１０．０版），人口增长率、就业结构、城市
化率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ＷＤＩ）。

四、数字政府影响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本节将检验理论框架中数字政府影响收入差距的研究假设。本节首先报告面板 ＯＬＳ回归结

８５

①

②

一些研究认为，直接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基尼系数并不可靠，而用可比较标准估计出来的基尼系数，其
包含的国家样本量又相对较小 （梅冬州等，２０１８）。而Ｓｏｌｔ（２００９）对基尼系数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构建了

ＳＷＩＩＤ数据库。

由于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并未逐年提供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实际涵盖年份为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９年。另外，联合国 《电子政务调查报告》实际汇报的是上一年度的数据，

例如 《电子政务调查报告 （２０２０）》汇报了２０１９年的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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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随后报告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最后汇报相关稳健性分析。
（一）面板ＯＬＳ回归结果
表２报告了面板ＯＬＳ回归结果。列 （１）的被解释变量为基尼系数净值，核心解释变量为数

字政府建设水平及其平方项。同时，列 （１）控制了经济体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此时，数
字政府建设水平的系数为－０．０８６　６，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平方项的系
数为０．０００　６，且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和收入差距的关系
呈Ｕ型。在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较低时，数字政府建设水平与收入差距负相关。经过拐点后，数
字政府建设水平和收入差距则正相关。

表２ 数字政府影响收入差距的ＯＬＳ回归结果

变量

基尼系数净值

当期值 当期值 ５年均值 ３年均值

（１） （２） （３） （４）

数字政府建设水平
－０．０８６　６＊＊＊ －０．０６６　５＊＊ －０．０６８　５＊＊ －０．０６５　８＊＊

（０．０３２　５） （０．０２９　９） （０．０２８　４） （０．０２９　２）

数字政府建设水平 （平方）
０．０００　６＊＊ ０．０００　４＊ ０．０００　５＊ ０．０００　４＊

（０．０００　３） （０．０００　２） （０．０００　２） （０．０００　２）

人均ＧＤＰ — ３．４４２＊ ３．１０７＊ ３．２５３＊

（１．７６７） （１．６６６） （１．７３０）

人均ＧＤＰ （平方） — －０．２１３＊ －０．１９１＊ －０．２００＊

（０．１１４） （０．１０８） （０．１１２）

人口增长率 —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４）

工业从业人员 — －０．０６６＊ －０．０５７ －０．０６２＊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６）

城市化率 —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２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０） （０．０７２）

贸易开放度 —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６

（０．６０４） （０．５５７） （０．５８２）

经济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８９３　 ８９３　 ８９３　 ８９３

Ｒ２　 ０．１６０　 ０．１７６　 ０．１８６　 ０．１８２

经济体个数 １５８　 １５８　 １５８　 １５８

　　注：括号内数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参考现有文献，表２列 （２）引入对数人均ＧＤＰ及其平方项、人口增长率、城市化率、就业
结构、贸易开放度作为控制变量。在控制以上影响因素后，数字政府建设水平依然显著为负，其
平方项显著为正，与本文的预期相一致。本文参考梅冬州等 （２０１８）的做法，将基尼系数相关的
数据与变量取３年和５年均值处理。这样处理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多年平均能够规避
宏观经济数据的短期波动和周期性；第二，基尼系数逐年的变动很小，其均值更容易捕捉数据变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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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表２列 （３）中被解释变量为做５年期均值处理的基尼系数净值，表２列 （４）的被解释变
量为做３年期均值处理的基尼系数净值。此时，数字政府对收入差距的回归结果依然呈Ｕ型，验
证了基准结论的稳健性。
综上，表２的面板ＯＬＳ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提高先和收入差距负相关，随

后和收入差距正相关，初步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
（二）２ＳＬＳ回归结果
前文验证了数字政府与收入差距间的相关关系，但尚未识别出两者间的因果关系。数字政府

建设水平与收入不平等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也可能存在共同影响因素，因此导致 ＯＬＳ回
归产生偏误。接下来，本文将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进一步识别二者间的因果关系，更严谨地检验
本文的结论。
参考 Ｍａｎａｃｏｒｄａ　＆Ｔｅｓｅｉ（２０２０）的做法，本文使用世界各经济体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５年 “婴儿

潮”期间的平均出生率与年份趋势项的乘积，作为当地政府数字化水平的工具变量。表３利用工
具变量回归，对数字政府影响收入差距的因果关系进行识别。表３列 （１）至列 （４）的被解释变
量与表２一致。此时，数字政府建设水平显著为负，其平方项显著为正，与理论预期相一致。①

其中，由表３列 （２）中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系数－０．６０８，及其平方项的系数０．００５可计算得
出，曲线的拐点为６０．８。以２０１９年数据为例，当年玻利维亚的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得分约为６１
分，在全球１９３个经济体中排名９７，在５０分位左右。回归结果意味着，２０１９年数字政府建设水
平处于世界后５０％的经济体，数字政府的进一步建设会缩小再分配后的收入差距；处于前５０％
的经济体，数字政府的进一步建设会扩大再分配后的收入差距。
表３还报告了其他相关统计量。在表３列 （１）中，不可识别检验的ｐ 值为０．００，拒绝了

“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尽管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的值为８．０５，
但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ｕｂｉｎ　Ｗａｌｄ检验的ｐ值为０．００小于０．１，意味着即便工具变量是弱工具变量，但
只要其满足外生性，就是有效的工具变量。后文也将对该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进行进一步验证。
综上，在使用工具变量回归识别因果关系、解决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基本结论不变，进一

步验证了数字政府建设对收入差距的Ｕ型影响。
（三）稳健性检验
本节进行三个方面的稳健性检验。第一，排除变量度量的影响。第二，排除样本选择和模型

设定的影响。第三，引入更多影响收入差距的控制变量，以排除其他可能影响因果关系的因素。

１．排除变量度量的影响。前文的基准回归使用了ＥＧＤＩ来度量数字政府建设水平。ＥＧＤＩ作
为一个涵盖本国电信基础设施发展情况、人力资本水平和线上服务供给情况的综合指标，尽管可
以较为全面地考察企业是否拥有便捷获取线上政务服务的途径与能力，但不能体现 “数字政府”
本身的特征。因此，有必要考察数字政府自身特征是否对收入差距有同样的影响。
一方面，数字政府的主要功能是供给线上政务服务，在线服务指数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ＳＩ）作为衡量一国企业和公民能否在线获取政府信息、办理政务服务的指标，能够较好地对数
字政府本身的功能进行度量。因此，在表４列 （１）中，我们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ＯＳＩ及其平
方项，工具变量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ＯＳＩ的回归系数为－０．３７４，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其平方项的系数为０．００３，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意味着ＯＳＩ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呈Ｕ型，基
准回归结果保持稳健。
另一方面，电子参与指数 （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ＥＰＩ）从需求侧的角度出发，能够在一定

０６

① 篇幅所限，一阶段回归结果未予汇报，感兴趣的读者可向笔者索取。



　２０２４年第７期　

程度上反映企业和公民对在线服务的使用情况，也应当纳入考量中。① 因此，本文将ＯＳＩ与ＥＰＩ
以不同的权重加总，来获得新的指标。表４列 （２）将 ＯＳＩ与ＥＰＩ各按０．５的权重加总，获得

ＯＳＥＰ１的指标；表４列 （３）将 ＯＳＩ赋予０．７的权重，将ＥＰＩ赋予０．３的权重，两者相加获得

ＯＳＥＰ２的指标；表４列 （４）将 ＯＳＩ赋予０．３的权重，将ＥＰＩ赋予０．７的权重，两者相加获得

ＯＳＥＰ３的指标。表４列 （２）至列 （４）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政府建设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始终
显著呈Ｕ型，进一步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３ 数字政府影响收入差距的２ＳＬＳ回归结果

变量

基尼系数净值

当期值 当期值 ５年均值 ３年均值

（１） （２） （３） （４）

工具变量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数字政府建设水平
－０．５１２＊＊＊ －０．６０８＊＊＊ －０．５９３＊＊＊ －０．５９５＊＊＊

（０．１５４） （０．１８７） （０．１７８） （０．１８３）

数字政府建设水平 （平方）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人均ＧＤＰ — ５．０３６　 ４．５９５　 ４．７８８
（３．６７０） （３．４７０） （３．５６１）

人均ＧＤＰ （平方） — －０．３０７ －０．２７８ －０．２９０
（０．２４１） （０．２２８） （０．２３４）

人口增长率 —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７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０） （０．０９２）

工业从业人员 — ０．０５７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６）

城市化率 —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３　 ０．０８３
（０．０８２） （０．０７９） （０．０８１）

贸易开放度 — ０．４５４　 ０．３８６　 ０．３８１
（０．７８２） （０．７３２） （０．７５４）

不可识别检验ｐ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８．０５　 ８．３９　 ８．３９　 ８．３９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ｕｂｉｎ　Ｗａｌｄ检验ｐ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经济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８８８　 ８８８　 ８８８　 ８８８

　　注：工具变量回归自动剔除了５个观测值为１的经济体样本，故观测值较面板ＯＬＳ回归少５个。下表同。

２．排除样本选择和模型设定的影响。一方面，基准回归中使用的２００７年及之后的样本可能
忽略了数字政府早期建设的影响。因此，表５列 （１）的回归补充了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４年的样本。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变量显著为负，其平方项显著为正，与基准结果一

１６

① 电子参与指数 （ＥＰＩ）是联合国 《电子政务调查报告》的辅助指标，关注政府向公民提供信息 （“信息共
享”）的在线服务的使用，相关人员的互动 （“电子磋商”）和决策参与环节 （“电子参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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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另一方面，由于ＳＷＩＩＤ提供的基尼系数数据缺失值较多，部分国家只在某些年份有数据，
所以基准回归的面板是一个非平衡面板。为了排除模型设定可能造成的偏误，表５列 （２）至列
（４）只使用在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９年不存在缺失样本的国家数据，形成平衡面板进行回归。其中，与
表３类似，表５列 （２）的被解释变量为基尼系数净值的当期值，表５列 （３）为５年均值，表５
列 （４）为３年均值。此时２ＳＬＳ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变量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
负，其平方项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４ 更换数字政府度量方式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基尼系数净值

（１） （２） （３） （４）

工具变量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在线服务指数
－０．３７４＊ — — —
（０．１９２）

在线服务指数 （平方）
０．００３＊＊＊ — — —
（０．００１）

ＯＳＥＰ１ — －０．２０８＊ — —
（０．１０７）

ＯＳＥＰ１ （平方） — ０．００２＊＊＊ — —
（０．００１）

ＯＳＥＰ２ — — －０．２５４＊ —
（０．１３０）

ＯＳＥＰ２ （平方） — — ０．００２＊＊＊ —
（０．００１）

ＯＳＥＰ３ — — — －０．１７６＊

（０．０９２）

ＯＳＥＰ３ （平方） — — —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不可识别检验ｐ值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１．７５　 ３．５７　 ２．９３　 ４．０２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ｕｂｉｎ　Ｗａｌｄ检验ｐ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经济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８８８　 ８８８　 ８８８　 ８８８

　　３．引入更多控制变量。下文将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更多可能影响收入差距的控
制变量，以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首先是通货膨胀变量。已有研究认为，物价稳定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Ｂｕｌíｒ～，２００１）。

因此，表６列 （１）控制了通货膨胀率，数据来自 ＷＤＩ。２ＳＬＳ结果显示，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及其
平方项的显著性与基准结果一致，通货膨胀率显著为正，即更高的通货膨胀率会扩大一国内部的
收入差距。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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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数字政府影响收入差距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基尼系数净值

当期值 当期值 ５年均值 ３年均值
（１） （２） （３） （４）

工具变量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数字政府建设水平
－０．８９８＊＊＊ －０．８８５＊＊＊ －０．８６６＊＊＊ －０．８６８＊＊＊

（０．３１４） （０．２８２） （０．２６７） （０．２７４）

数字政府建设水平 （平方）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不可识别检验ｐ值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３．２５　 ６．６３　 ６．６３　 ６．６３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ｕｂｉｎ　Ｗａｌｄ检验ｐ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样本区间 全样本 ２００７年及以后 ２００７年及以后 ２００７年及以后

面板类别 非平衡面板 平衡面板 平衡面板 平衡面板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经济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　３３９　 ５１８　 ５１８　 ５１８

表６ 引入更多影响收入差距的控制变量

变量
基尼系数净值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工具变量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数字政府建设水平
－０．７６４＊＊＊ －０．７１４＊＊＊ －０．６２８＊＊＊ －０．５９８＊＊＊ －０．６４６＊＊＊ －０．８２２＊＊＊

（０．２３４） （０．２１６） （０．２００） （０．１９４） （０．１９８） （０．２８２）

数字政府建设水平 （平方）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通货膨胀率
０．０１７＊＊＊ — — — —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ＦＤＩ — －０．００２ — — —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民主程度 — — ０．１０６＊ — — ０．１１７＊

（０．０５５） （０．０６４）

领导人更替 — — — ０．０８９ — ０．１８０
（０．１０８） （０．１６１）

腐败水平 — — — —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７）

不可识别检验ｐ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７．９６　 ８．２５　 ６．８０　 ７．５０　 ８．２３　 ６．７５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ｕｂｉｎ　Ｗａｌｄ检验ｐ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经济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８７５　 ８８５　 ８３８　 ８８３　 ８７５　 ８１５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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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外商直接投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ＦＤＩ）。已有大量文献研究了ＦＤＩ对收入
差距的影响，但ＦＤＩ究竟是减小还是扩大收入不平等与时间长度和国家类别有关 （Ｂａｓｕ　＆
Ｇｕａｒｉｇｌｉａ，２００７）。表６列 （２）进一步控制了ＦＤＩ流入占ＧＤＰ的比重，数据来自 ＷＤＩ。结果显
示，ＦＤＩ变量不显著，核心结论保持稳健。
再次是政治相关变量。民主程度和政治稳定性对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表６列 （３）控制了各经济体民主程度变量，数值越大代表民主程度越高，数据来自政体
指数 （Ｐｏｌｉｔy　Ｖ）。回归结果显示，民主程度变量正显著。表６列 （４）控制了领导人更替虚拟变
量。如果当年发生过领导人更替则取值为１，否则为０，数据来自Ｂｅｌｌ（２０１６）收集整理的统治
者、选举和异常治理数据集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ｒ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回归
结果显示，领导人更替变量不显著，本文的核心结论依旧保持稳健。
随后是腐败水平。已有研究表明，数字政府能够提升政府运转透明度、降低腐败水平，进而

对收入差距产生影响 （Ｈａｓｅｅｂ　＆ Ｖyｂｏｒｎy，２０２２）。表６列 （５）控制了各国的腐败程度，通过
透明国际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y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Ｉ）发布的腐败感知指数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ｅｘ，

ＣＰＩ）来度量，该指标越小，代表一国的腐败程度越高。回归结果显示，腐败水平变量不显著，
本文的核心结论依旧保持稳健。
最后，表６列 （６）同时加入上述所有控制变量，核心结论依旧保持稳健。以上结果表明，

在排除了其他可能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后，数字政府建设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是稳健的。
（四）排他性分析
在识别策略部分，本文已经论证了历史出生率作为工具变量为何满足排他性条件，并控制了

一系列可能对排他性产生影响的经济与社会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前文各项检验中，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
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统计量较小，意味着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风险。尽管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ｕｂｉｎ　Ｗａｌｄ检验ｐ
值小于０．１，但要通过该统计量证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必须进一步论证该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
条件。因此，本小节进一步排除历史出生率 （当前的老年人口比例）可能影响收入差距的其他
渠道。
首先，历史出生率可能通过影响储蓄情况进而影响收入差距。Ｄｅａｔｏｎ　＆Ｐａｘｓｏｎ （１９９５）发

现老龄化会扩大收入差距，原因在于老年人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老龄化使得社会中储蓄更多
的老年人与储蓄较少的年轻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由于储蓄等于投资，表７列 （１）控制了一
国的投资率，该数据来源于佩恩世界表 （１０．０版），通过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占ＧＤＰ的份额来度
量。回归结果显示，投资率变量显著为负。此时，本文的核心结论保持稳健。
其次，历史出生率可能通过影响社会的健康与社会保障支出，进而影响收入差距。老龄化会

增加社会对卫生、健康方面的支出，也会增加社会保障支出，但这类支出往往具有城镇偏向性，
较多的老年人口会使得城乡收入差距加剧。因此，表７列 （２）和列 （３）分别控制了一国的健康
支出与社会保障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数据来自联合国统计司经济统计处。此时，健康支出变
量与社会保障支出变量均不显著，本文的核心结论保持稳健。
最后，表７列 （４）同时控制了上述全部渠道，回归结果表明此时数字政府建设水平仍对收

入差距有Ｕ型影响。以上结果表明，在排除了工具变量对收入差距其他可能的影响渠道、进一
步验证该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后，数字政府建设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是稳健的。

五、数字政府影响收入差距的机制分析

本节将检验理论框架中数字政府影响收入差距的具体机制。理论分析指出，数字政府建设对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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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其在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过程中的作用。本节首先检验数字政府建设
对初次分配的影响，随后讨论其对再分配过程的影响。

表７ 工具变量的排他性分析

变量
基尼系数净值

（１） （２） （３） （４）

工具变量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数字政府建设水平
－０．６７７＊＊＊ －１．１５４＊＊ －１．００７＊＊ －１．０３７＊＊

（０．２１３） （０．５１８） （０．４５６） （０．４６５）

数字政府建设水平 （平方）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投资率
－４．６２８＊＊ — — －１．６３８
（２．３３１） （４．７２３）

健康支出比重 — －６．８６６ — －６．１８０
（６．８７１） （５．７８０）

社会保障支出比重 — — －５．３８５ －１０．６４６
（６．３７０） （７．９１５）

不可识别检验ｐ值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７．６０　 ３．７８　 ４．２４　 ３．３６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ｕｂｉｎ　Ｗａｌｄ检验ｐ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经济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８８８　 ４１３　 ４０４　 ３９４

　　表８报告了数字政府建设对初次分配收入差距的２ＳＬＳ回归结果。在表８列 （１）中，被解释
变量为基尼系数市场值，同时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和经济体固定效应。此时，数字政府建设水平
的系数为－０．５９６，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平方项的系数为０．００５，在１％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意味着数字政府建设对初次分配中收入差距的影响呈 Ｕ型。表８列 （２）加
入了与前文相同的一系列控制变量，此时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系数为－０．７１４，其平方项的系数
为０．００６，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８列 （３）、列 （４）将被解释变量分别更换为基尼系数市场
值５年均值与３年均值。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依旧显著为负，进一步验证了数字政府建设对初次
分配中收入差距的Ｕ型影响。
其中，由表８列 （２）中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系数－０．７１４及其平方项的系数０．００６可计算得

出，曲线的拐点为５９．５。此处的经济含义与前文类似：２０１９年印度的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得分约
为５９．６分，在全球１９３个经济体中排名１００，在５２分位左右。这一结果意味着，２０１９年数字政
府建设水平处于世界后４８％的经济体，数字政府建设与缩小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相关；处于前

５２％的经济体，数字政府建设会扩大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
在初次分配阶段，在数字政府建设水平为５９．５时，数字政府对收入差距影响出现拐点；在

再分配后，此拐点则出现在数字政府建设水平为６０．８时。这一结果表明，数字政府主要通过影
响初次分配来影响最终阶段的收入差距。本文进一步利用基尼系数市场值和基尼系数净值，度量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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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再分配的作用，并识别了数字政府建设对再分配的影响。相关回归结果显示，在再分配过程
中，数字政府对收入分配没有显著影响。①

表８ 数字政府影响初次分配的回归结果

变量

基尼系数市场值

当期值 当期值 ５年均值 ３年均值

（１） （２） （３） （４）

工具变量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数字政府建设水平
－０．５９６＊＊＊ －０．７１４＊＊＊ －０．６９３＊＊＊ －０．７００＊＊＊

（０．１８１） （０．２２５） （０．２１５） （０．２２１）

数字政府建设水平 （平方）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不可识别检验ｐ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８．０５　 ８．３９　 ８．３９　 ８．３９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ｕｂｉｎ　Ｗａｌｄ检验ｐ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经济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８８８　 ８８８　 ８８８　 ８８８

六、进一步分析

（一）异质性分析
前文分析了数字政府建设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机制。本小节试图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在不

同类别的国家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通过收入水平和自然资源禀赋对样本国家进行分类。一方面，数字政府建设对不同收入

水平国家的影响可能有差异。因此，利用世界银行对收入水平的划分方式，表９列 （１）和列
（２）将国家分为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分别进行２ＳＬＳ回归。回归结果
显示，在高收入与中高收入国家，数字政府建设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呈Ｕ型。

另一方面，数字政府对不同自然资源禀赋的国家可能存在差异化影响。已有文献表明，自然
资源禀赋越高的国家，越倾向于依赖自身自然资源，国家能力相对较弱，对新技术的推广相较其
他国家滞后。表９列 （３）和列 （４）将样本国家分为自然资源丰裕国和非自然资源丰裕国分别进
行２ＳＬＳ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在非自然资源丰裕国，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其二
次项显著为正，表明数字政府建设对非自然资源丰裕国的收入差距影响呈Ｕ型。

（二）对不同收入群体收入份额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分析数字政府建设影响收入差距时主要影响的收入群体，本文进一步考察数字政

府建设对不同收入群体收入份额的影响。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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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数字政府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基尼系数净值

低收入与中低

收入国

高收入与中高

收入国
自然资源丰裕国

非自然资源

丰裕国

（１） （２） （３） （４）

工具变量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数字政府建设水平
３．５１９ －０．８９６＊＊ －０．８１９＊ －０．５８４＊

（５３．９１７） （０．３４６） （０．４５２） （０．３３８）

数字政府建设水平 （平方）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２８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不可识别检验ｐ值 ０．９４　 ０．０３　 ０．２２　 ０．０１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０．００　 ２．４７　 １．９１　 ４．７７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ｕｂｉｎ　Ｗａｌｄ检验ｐ值 ０．８６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经济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１７　 ５７１　 ３１９　 ５６９

表１０ 数字政府对不同收入人群收入份额的影响

变量
最高２０％ 第二高２０％ 第三高２０％ 第四高２０％ 最低２０％

（１） （２） （３） （４） （５）

工具变量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数字政府建设水平
－１．０６０＊＊ ０．３０６＊＊ ０．２９２＊＊ ０．２３２＊ ０．２３２＊＊

（０．４２１） （０．１１６） （０．１２２） （０．１２１） （０．１０５）

数字政府建设水平 （平方）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不可识别检验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４．１８　 ４．１８　 ４．１８　 ４．１８　 ４．１８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ｕｂｉｎ　Ｗａｌｄ检验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经济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４６４　 ４６４　 ４６４　 ４６４　 ４６４

　　此处的被解释变量为来自 ＷＤＩ的全球各经济体不同收入群体收入份额。世界银行将不同收
入群体五等分，按照收入水平从高到低排序，得到最高２０％、第二高２０％、第三高２０％、第四
高２０％和最低２０％收入群体占社会总体收入的份额。表１０汇报了工具变量第二阶段的回归结
果。对于最高２０％群体的收入份额而言，数字政府建设对其影响呈 Ｕ型，即数字政府建设一开
始会降低这部分群体的收入份额，但在拐点后会使其收入份额提升。对第二高２０％至最低２０％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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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群体而言，数字政府建设对其影响则呈倒Ｕ型，符合模型的推论。

七、结论

如何降低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问题，也是我国实现中国式
现代化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
代化。国家数据局有关负责人在对 《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实施方案》的解读中指出，数字经济
有助于提升初次分配公平性，推动 “分好蛋糕”；有助于推动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缩小 “四大差
距”。在这一背景下，加强数字政府建设能否促进共同富裕，亟待系统性研究。本文利用全球数
据，从数字政府建设的不同阶段出发，系统全面地研究数字政府建设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说明由于各个企业存在获取政务服务能力的差异，因此数

字政府在建设的不同阶段会对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实证上，本文利用２００７
年至２０１９年全球１５８个经济体的数据，识别了数字政府建设影响收入差距的因果效应。在数据
上，本文利用ＥＧＤＩ度量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并利用基尼系数净值度量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在
识别策略上，本文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利用各经济体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５年的平均出生率作为数
字政府建设水平的工具变量。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政府建设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呈 Ｕ型，拐点约
在全球经济体数字建设水平的５０％。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政府建设主要对初次分配阶段收入差距
呈Ｕ型影响，此时拐点也约为５０％。此时，再分配的过程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
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数字政府建设初期通过提升可达性使更多人获益，降低收入差距，在

数字政府建设成熟期会因为部分弱势群体始终无法享受数字红利，加深 “数字鸿沟”，扩大收入
差距，这一结果主要在初次分配阶段形成。在再分配过程中，数字政府建设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尚
不显著，未能消弭 “数字鸿沟”的负面影响。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更好地发挥数字政府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本文拟根据中国的

实际情形，探讨如何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数字政府建设，更好发挥其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从历史
数据上看，我国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和基尼系数的关系基本和本文的结论一致。在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５
年间，我国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和基尼系数负相关，即随着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提高，我国的收入
差距在逐渐下降。然而，在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９年，我国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超过了本文揭示的拐点。
在此期间，虽然数字政府建设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但基尼系数却未继续下降。所幸的是，我国
的收入差距并未显著拉大，这也说明我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数字政府建设在拐点后拉大收入差
距的问题。
为了减小当前数字政府建设可能会拉大收入差距的隐患，本文基于跨国证据和我国国情，提

出以下两点政策建议。
第一，在我国数字政府的建设过程中，政府应当注意增加数字技术的覆盖面及提升服务的精

准度，使得尽可能多的人群可以通过数字平台获取政务服务，从而达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
“数字鸿沟”得到有效弥合。在提升数字政府的覆盖面上，政府一方面可增强各地区，特别是偏
远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如增强宽带的覆盖面等；另一方面可致力于提升网络速度，以帮助
居民无障碍且快速地访问数字平台，获取政务服务，从而打破地区之间的信息和政务服务壁垒。
在提升数字政府服务精准度上，政府可增加对不同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 （例如老年人和残疾
人）的个性化服务提供，如对操作系统进行适老化改造等，使不同群体都有能力通过数字政府获
取公共服务。
第二，政府应当进一步扩大数字技术在再分配过程中的应用广度和深度。一方面，数字技术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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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税收工作中的使用，例如我国的 “金税四期”工程，可以帮助政府精准识别税收对象，降低偷
税漏税的可能，从而扩大税收，为公共服务提供更多资金；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在扶贫工作中的
使用，例如利用消费数据精准识别扶贫对象，并通过数字技术进行扶贫款项的发放，都可以帮助
政府提高扶贫的工作效率。
综上，提高数字政府的覆盖面，推动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并将数字技术进一步应用于再分配

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可以有效弥合我国的 “数字鸿沟”，推动共同富裕。
本文的工作是初步的，有以下两点值得进一步的研究。首先，数字政府建设涉及许多方面，

本文使用电子政务发展指数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程度的代理指标，并不能够全面反映数字政府。利
用其他方面的微观数据，例如数字技术在扶贫项目中的应用程度，进行进一步分析，是值得研究
的方向。其次，尽管本文发现数字政府建设对收入差距的 Ｕ型影响主要来源于初次分配阶段，
但其背后的具体机制依旧需要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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